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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研

究数据都发现，父代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对子代的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

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该话题在理论的创新、研究问题的广度以及研究方法的

完善等方面均有所进展。本文回顾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重点围绕以下两个问题进

行综述：（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有多大？（２）这种代际影响的作用

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本文介绍了不同学科解释教育代际流动机制的理

论，评述了测算教育代际相关系数和识别代际流动因果机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

结合具体的社会制度背景综述了各类家庭资本和家庭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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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长久以来，教育分层、教育代际流动等教育不平等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

热门话题。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政策制定者们普遍认为，和学校有关的因素是

影响个人教育机会获得、学业成就、教育分层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旨在缩小教育

不平等的政策都围绕学校这一教育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做文章。但是，１９６６年的

《科尔曼报告》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报告发现，“社会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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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控制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后，学校之间的差异

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差异”（转引自：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Ｃｏｎｌｅｙ，２００４）。

自从 《科尔曼报告》发表之后，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开始关注学校以外的其他影

响个人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的因素，比如学校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家庭对个人教育

获得的影响等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Ｃｏｎｌｅｙ，２００４）。事实上，在所有能获得数据的国家或地

区，都可以发现子女的学业成就、教育获得与父母的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与父母教育

有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高度正相关，即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效应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

本文综述近年来有关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效应研究，涉及教育的代际流动、

家庭与子女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差异的关系等问题。重点关注如下两个内容：第一，

家庭对个人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有多大？第二，造成这种代际效应的影响机制是怎

样的？①

二、家庭对个人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有多大？

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政策其实就是围绕学校和学校以外的因素 （主要是

家庭）究竟谁对学生发展起更大作用而展开的一场争论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Ｃｏｎｌｅｙ，２００４）。

因此，在家庭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的研究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

造成了个人之间在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上的差异？特别是相对于学校环境、同伴等

其他因素，家庭对个人的教育具有多大的影响？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界

定一下：当我们在谈论 “家庭”的影响时，到底是在指什么？换言之，“家庭的哪

些方面对个人成就起作用、如何起作用以及为何起作用”（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Ｄａｌｔｏｎ，２００４：

２）。然后，本文将介绍用于测算家庭影响的代际相关系数和同胞相关系数，最后讨

论家庭的作用是否随制度变迁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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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之所以强调 “家庭”而非 “家庭背景”，是因为 “家庭”的内涵更广。过去的研究在讨论家庭在教育

不平等中的作用时，往往只关注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收入、户籍等家庭背景变量。这些 “标签性”

的特征只能反映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但是并不能进一步分析这些特征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

当一个社会不再基于家庭背景而是基于个人的能力来分配教育机会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造成不同家

庭出身的个人在教育获得和学业表现上的差异的原因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家庭行为差异。所以，本文用

“家庭”这个涵盖家庭背景、家庭行为等含义的概念。



（一）概念框架

在广义层面上，家庭方面的原因 “包括各种不能为个人所选择的因素”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２０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通过遗传继承

的禀赋、基因等，也即文献中所说的 “先天遗传因素” （ｎａｔｕｒｅ）。例如父代通过生

物遗传将肤色、身高、长相、智力等特征传递给子代，这其中有些因素可以观测，

还有一些因素不可观测或难以观测。二是个人成长于其中的家庭教养环境，也即文

献中所说的 “后天环境因素”（ｎｕｒｔｕｒｅ）。例如，以父母的教育、收入、职业、社会

身份、阶层地位等度量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结构。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

不可度量的家庭氛围、生活方式、文化品位等特征。这种后天环境因素以直接的

“文化影响”（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和间接的地位优势①的方式对子女的人力资本产生

影响。例如子女对父母的模仿 （ｐａｒｅｎｔ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子女会因为经常看到父母阅读

图书从而意识到读书学习是一件有回报的事情；或者父母有意识的 “引导性的教育

选择行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其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他们既有提高子女教育

水平的意识，也有为子女选择良好教育的能力，而且这种选择行为还会因为匹配性

婚姻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ｍａｔｉｎｇ）的影响得到强化 （Ｃｈｅｃｃｈｉ，２００５）。

之所以存在普遍的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性，除了先天遗传机制外，也有来自后天

教养环境的原因。从教育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教育获得或者教育成就与家

长育儿行为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的投入有关。这种育儿投入包括物质方面和时间上的投入

数量和质量 （Ｌｅｉ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７；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第一，教育程度较高的

父母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因此更有能力或者更偏好增加对子女物质方面的教育投

资，创造更好的后天教养环境，比如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提供有助于人力资本

积累的课外活动，提供更好的营养健康环境等。第二，父母教育水平较高从而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话，母亲更有可能减少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从而增加

家庭育儿时间投入 （Ｌｅｉ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７）。第三，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话，将会降低其

生育意愿。如果给定父母总的育儿资源投入，当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减少时，平均每

个子女的育儿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会增加。在经济学研究中，这一理论也叫作 “子

女数量—质量权衡”模型 （Ｂｅ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１９７３；Ｂｅｃｋ＆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６）。第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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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凯基 （Ｃｈｅｃｃｈｉ，２００５：２１６）的论述中，他将这里所说的 “地位优势”又分为与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流

动性约束以及和择校相关的基于家庭财富的居住区分割。由于这两种影响机制都与父代的教育水平以及相

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因此本文将其统一归纳为 “地位优势”因素。



育水平较高的父母拥有更好的教育理念和育儿技巧，比如增加在家中为孩子阅读的

频率，强化家校联系等，这些育儿行为都有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第五，

由于教育同质性婚姻的趋势，夫妻双方的教育水平比较接近。当父亲教育水平高的

时候，母亲教育水平相应也高，这就会产生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外部收益，因为母

亲教育水平较高的话将提高其在家庭内部决策中的讨价还价地位。一般说来，母亲

更偏好有利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开支，因此家庭内部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相

关的教育支出将随着母亲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Ｂｌａｃｋ＆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１）。

综上所述，在影响个人教育成就的家庭背景因素当中，包括了大量可测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和不可测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的因素。我们用下图来表示家庭对子女教育

的代际影响机制，在这里我们仅仅重点考察家庭背景中一个重要的特征———父代的

教育水平———是如何影响子代的教育水平的。

 

图１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

在图１当中，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包括先天遗传 （虚线）和后天环

境 （实线）两条路径。父代基因通过遗传机制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后天教养环境则

是各种家庭行为发生的场所。与父母教育以及其他家庭背景特征相关的育儿行为

（包括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影响子代教育。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定量研究而言，在每一条影响路径中都有一些可观测因素

和不可观测因素。例如在考察先天遗传影响时，基因本身就难以准确测量。随着分

子遗传学的进展，很多大型社会调查开始搜集分子遗传的信息，这将推动此类社会

科学问题的研究进展 （胡雯等，２０１２）。在考察后天环境影响时，以父母教育水平、

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为代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可以测量的，但是家庭的文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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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偏好等则无法测量或无法准确测量。这就会存在遗漏变量偏

误：一方面会低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某些特定的

家庭因素的影响存在估计偏误。

（二）教育代际相关系数与同胞相关系数的估算

１代际相关系数

几乎所有研究数据都发现，父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的教育水平也越高，这

意味着人力资本或教育的代际传递性。例如李云森和齐豪 （２０１１）发现母亲教育水

平对子女是否接受１０年以上教育具有正的因果关系，但父亲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显

著。杨娟和何婷婷 （２０１５）发现，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１年，子女上大学的概率

增加７７５％。林莞娟和张戈 （２０１５）发现，父亲或母亲的教育年限每增加１年，子

女的受教育年限分别增加０３６年和０５９年。

为了准确测量父代教育和子代教育之间的依存关系，很多研究都估算了教育代

际相 关 系 数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或 者 教 育 代 际 弹 性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代际相关系数度量了子代的教育获得在多

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代的教育获得。在经验研究中通常是用子代受教育年限 （对数）

对父代受教育年限 （对数）进行回归，估计的父代受教育年限 （对数）变量的系数

就是所谓的教育代际弹性。如果受教育年限 （对数）变量的方差在父代和子代之间

完全一样的话，那么该弹性就近似等于教育代际相关系数 （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９）。它表示

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变异的解释程度。

赫兹等人 （Ｈｅｒ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做了一项包含４２个国家、跨度长达５０年的国际

比较。他们发现，拉美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较高，北欧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系

数相对较低。平均而言，这种相关系数稳定在０４左右。比约克隆德和萨尔瓦内斯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对北欧国家以及英国、美国的研究综述发现，教育代

际相关系数在０３—０４６之间。相关系数的平方意味着对因变量变异性的解释比例，

换言之，父代教育水平这一单一因素就足以解释子代教育水平变异的９％—２１％。

陈玉宇等人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对１９３０年—１９８５年出生的中国城市人口的教育代

际相关系数进行了估算，发现相关系数在不同年代接受教育的出生队列间呈现先降

后升的Ｕ型关系。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接受教育的人群而言，教育代际相关系数为

０３８１。徐俊武和黄珊 （２０１６）构造的教育代际流动指数也发现中国两代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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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之间具有类似的随出生队列先降后升的趋势。

在使用代际相关系数时，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孤立地去解释某一国家某一

时期的系数并没有太大意义。这些指标应该放在横向或纵向的对比中去解释。只有

这种对比，才能进一步考察宏观的制度变迁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

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进行解释。其次，代际相关系数反映了社会流动性或固化程度，

但是并不意味着该系数越小越好。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等于０的代际相关系数意

味着子代的教育获得完全不取决于父代的背景，这是一个充分流动的社会。但是，

这恰恰说明劳动力市场等宏观制度存在缺陷———父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子代的教育

获得没有任何影响，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声称的人力资本的代际收益不存在，这将影

响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最后，随着研究的

深入，我们有必要研究父亲或母亲的教育水平与子代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程度有无

差异。国内已有研究在估计代际相关系数的时候，大多使用的是父亲的教育水平。

这在子女教育获得主要取决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时期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随着

婚姻匹配现象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也应当考虑母亲教育水平的作用。从简单的 ＯＬＳ

模型也可得知，当存在婚姻匹配的时候，单独用父母一方的教育水平去估算代际相

关系数，那么该回归系数其实也包含婚姻匹配这种制度化变迁的效应 （Ｂｌａｃｋ＆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１）。由于母亲会花更多时间育儿，因此母亲教育水平提高将增加育儿

时间投入的效率 （Ｈａｖｅｍａｎ＆Ｗｏｌｆｅ，１９９５）。但国外同类研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现象———如果采用双胞胎数据进行差分估计的话，会发现父亲教育水平的作用更大；

但如果采用的是工具变量估计的话，会发现母亲教育水平的作用更大 （Ａｍ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国内研究目前对这一问题还缺乏直接的关注。

２同胞相关系数

尽管很多研究都发现教育代际传递普遍存在，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回答，相对于

其他影响个人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的因素而言，家庭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换言之，

代际相关系数仅仅告诉我们，父代的教育对子代的教育的确会产生影响，但是除了

父代教育水平之外的其他家庭因素对子代教育的影响有多大？特别是，包含父代教

育水平在内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是否在程度上超过了学校环境、社区因素等其他影响

因素的作用？家庭之间的差异是否能够解释大部分个人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

我们来看一看通过若干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变量来解释教育不平等时，解释力度

有多大。李春玲 （２００３）以父亲的职业、学历、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分等变量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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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在各个模型中最大的 Ｒ２为０１７９。吴晓刚和特

雷曼 （Ｗｕ＆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４）以家庭户口状态、父母教育水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等指标度量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估计的 Ｒ２为０３５６。佐藤宏和李实

（２００８）以家庭成分、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度量家庭背景对男性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

响，各个模型中最大的Ｒ２为０１９１。李春玲 （２００９）以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父

亲的职业类别、家庭户口状态和家庭年收入等变量衡量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

获得的影响，在各个模型当中最大的Ｒ２为０３２４。也就是说，在上述这些代表性研

究中，利用有限的几个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变量去解释个人之间在教育水平上的变异，

最多只能解释３５６％。这似乎意味着：家庭对个人的教育的确有影响，但并非最重

要的影响———毕竟还有一大半的变异无法通过家庭背景变量得到解释。但是，梭伦

（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９）指出，在大量有关家庭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利用有限的、可观

测的家庭背景变量去度量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往往会得到一个很小的Ｒ２，这就会

低估家庭的真实影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对教育不平等的解释。举一个简单

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学校、社区和同伴对个人的教育有影响，但这些因素其实都

是家庭选择的结果。因此仅仅使用家庭背景变量去考察家庭的真实作用，就会遗漏

家庭的很多直接或间接效应。

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家庭的作用，国外的相关研究使用同胞教育相关系数

（ｓｉｂｌ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一指标。它度量了同胞之间共同的家庭因素对个

人之间在教育变异上的贡献份额 （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９；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该系

数反映了各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的家庭特征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度量家

庭影响的粗略指标。之所以是 “综合性”，是因为它包含了不可度量的家庭特征的

影响；之所以是 “粗略”，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涵盖家庭的所有影响 （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９），

因为一些同胞之间的非共有家庭因素并未包含在该指标中，例如父母对家中不同子

女的育儿行为可能并不一样。①

相对于仅仅用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家庭收入等有限的、可观测的家庭背

景变量做回归，利用同胞相关系数去估计家庭对教育不平等的贡献份额会更大，因

为后者还包括了一些不可观测的家庭背景因素 （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９）。根据比约克隆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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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内斯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的综述，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

的同胞教育相关系数一般在０４—０６之间。这意味着个人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有

４０％—６０％归因于家庭因素，如果再考虑到同胞之间非共有的一些家庭因素的影响，

那么家庭对个人教育的影响程度在各种影响因素当中是相对较大的。也就是说，个

人之间在教育获得上的变异，有一半左右的原因来自家庭之间的差异。有意思的是，

康利和格劳伯 （Ｃｏｎｌｅｙ＆Ｇｌａｕｂｅｒ，２００８）通过计算同胞之间在教育、收入等多个社

会经济结果指标上的相关系数后发现，家庭对来自弱势群体的个人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制度变迁是否会改变家庭的影响？

在代际流动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家特别关注宏观的制度变迁是否会影响流动和

分层模式。有关中国的研究主要关注在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背景下———诸如 “文

革”、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教育扩展等，家庭怎样影响个人的教育分层和流动。

１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

很多学者都研究了 “文革”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变迁对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影

响。邓忠和特雷曼 （Ｄｅｎｇ＆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７）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献。他们利用

１９８２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文革”期间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有效地缩小了

教育获得上的阶层差异，家庭背景的影响不再重要，甚至出现逆转。出身于教育程

度较高的家庭、知识分子家庭或干部家庭 （对子女入学）的优势在 “文革”期间不

复重要，但 “文革”之后马上又显现出来。周雪光等人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利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２０个城市居民数据的研究发现，在 “文革”期间，家庭背景对来自

“剥削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子女进入高中或大学并无影响，但在 “文革”之后具有

明显的作用。刘精明 （１９９９）发现，“文革”只是在前期对高中教育的获得模式产

生了严重影响，到了后期，各阶段教育的获得模式都恢复到 “文革”之前的代际传

递路径。面对 “文革”的冲击，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或者努力抗拒这种冲击，或者

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通过权力因素延续着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周

雪光和侯立仁 （Ｚｈｏｕ＆Ｈｏｕ，１９９９）同样发现，“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 “下放”政

策对所有社会群体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但是官僚阶级有能力采取措施降低这种不利

影响。

这些研究表明，在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以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

政策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模式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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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路径依赖特征，优势阶层出身的群体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外部政策的冲击，维

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激进的教育公平政策可能未必具有长期的有效影响。

２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

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机会均等有可能会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但与此同时，自

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同样可能导致之前的优势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具有更多的教育

机会和更强的教育回报。李春玲 （２００３）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教育分层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前，教育机会分配趋向公平，家庭背景不再重

要；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背景以及制度因素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越来越

大。类似的研究还有李煜 （２００６）、刘志明和高耀 （２０１１）等。

为了更好地解释家庭的作用如何随市场化转型而变化，刘精明 （２００８）区分了

不同家庭背景对子女基础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将其分为内生性家庭资源和外依性

家庭资源。内生性家庭资源系指 “一个家庭一经组成便自然固有的人口结构方式，

以及内化于家庭成员之中的知性与情感体系……典型的包括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文化

资本”，因为较少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是持久、稳

定且增长的。而外依性家庭资源系指儿童成长过程中与家庭物质资源相关的养育环

境，而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供给等外部因素，因此对教育不平等

的影响会因为教育扩展或其他平等化的社会政策的作用而趋于下降。

３教育扩张中家庭的影响

教育扩张虽然有可能缩小教育获得数量上的不平等，但却无助于减少教育获得

质量上的差异。郝大海 （２００７）利用２００３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

前以公平为导向的 “去分层化”政策抑制了较高阶层，特别是专业技术阶层的教育

需求，从而缩小了教育不平等。但是转型之后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渐

体现，较高阶层子女在升高中和升大学的过程中具有优势。刘精明 （２００６）和李春

玲 （２０１０）同样发现，扩招并未改变教育分层的状况。虽然扩招在总体上扩大了各

个阶层的入学机会，但是优势阶层更多集中在地位取向明确的本科层次教育，而下

层群众则更多从生存取向明确的成人高等教育普及中获益。对于高校扩招之后城乡

教育机会差距为何没有缩小这一现象，很多研究指出，这是因为在中考阶段就存在

着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李春玲，２０１４；吴愈晓，２０１３）。

吴晓刚 （Ｗｕ，２０１０）的研究同样证实，基础教育领域的扩展并未改变教育分层

结构。他利用中国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以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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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指数、户籍状况衡量的家庭背景对个人的入学和教育转换发挥着持续且

重要的影响。尽管义务教育普及缩小了初中升学率的城乡差距，但是新的入学机会

不平等出现在了高中入学机会上，并且受父亲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加强。

这些研究表明，教育分层和代际流动模式表现出一种稳定的特征，当激进的基

于家庭出身分配教育机会的制度结束之后，如果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人仍然在教

育获得上存在差异，这很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家庭内部的行为差异所致。或者说，

与家庭背景相关的家庭行为持续性地影响了子代的教育获得。因此另一种理解代际

流动的视角，就集中于考察家庭行为、决策等微观过程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４：

２９３，３０７）。这也是近年来有关教育获得研究的重点———关注各类家庭资本通过哪些

微观的中介机制或行为影响教育获得。对此，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讨论。

三、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机制

在家庭与教育不平等的关系的研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从家庭的视角

来看，教育代际流动的机制是怎样的？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有哪些？这也是代际流

动研究近十年来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我们首先介绍

学术界长久存在的 “先天—后天”之争，然后讨论后天教养环境中各类家庭资本的

作用，最后谈一谈与家庭人口结构有关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一）先天遗传还是后天教养更重要？

基于前述教育代际流动的理论框架，学者们进一步想知道：对个人教育获得和

教育成就而言，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家庭教养环境究竟谁的影响更大 （Ｂｊｒｋｌｕｎｄ＆

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区分遗传 （ｇｅｎｅｔｉｃ）和环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各自对教育代际流动

的贡献至关重要。首先，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对 “先天—后天”的争论

是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共同关注的一个持久性的热门话题。其次，这一争论与

公共政策和实践问题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发现，影响个人教育的家庭因素主要来自

后天的家庭教养环境，那么旨在缓解家庭预算约束、提高父母育儿技巧的公共政策

就有助于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但是如果教育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是先天遗传所致，

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然选择，那么公共政策的干预空间就很有限 （Ｂｌ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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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１；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ｅ，２００２）。

那么，如何识别教育代际流动的机制呢？用专业术语来说，学者们希望识别代

际教育相关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很多国家的研究都发现，父代的教育水平越

高，子代的教育水平也越高，也即教育代际相关系数是正的并且在绝对值上较大。

一种可能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让父母更有能力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成长

环境，从而在后天有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这就是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但是，教育代际弹性或教育代际相关系数是通过子代教育水平对父代

教育水平的回归估计得到的。如上文中图１所示，由于我们遗漏了不可观测的父代

的禀赋或能力因素，这些遗漏变量既影响父代的教育水平，也影响子代的教育水平，

从而导致ＯＬＳ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因此即使我们发现父代教育水平变量系数显著

为正，我们也难以将其识别为因果关系。更通俗地说，我们观察到教育水平较高的

父母养育的孩子往往教育水平也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父母在很多遗传基因、禀

赋上具有优势，这些先天因素遗传给了子女，因此这就是一种纯粹的自然选择

（ｐ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就是 “龙生龙，凤生

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识别出父代教育水平与子代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是

一种因果关系，经济学家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以来自父亲 （或母亲）是双胞胎的

子女样本进行研究 （ｔｗｉｎｓａｓｐａｒｅｎｔｓ），以父母的亲生子女和领养子女的样本进行研

究 （ａｄｏｐｔｅ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寻找一个外生于父母能力但又与父代教育水平相关的工具变

量 （Ｂｌａ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Ｂｊｒｋｌｕｎｄ＆Ｓａｌｖａｎｅｓ，２０１１）。由于领养子女样本在国内很

难找到，因此我们介绍其他两种方法。

基于双胞胎样本的研究思路是：子代的教育水平取决于父亲 （或母亲）的教育

水平，父亲 （或母亲）拥有的与子女教育相关的禀赋特征 （既包括可测的也包括不

可测的）对于来自同一对双胞胎的个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父亲 （或母

亲）是双胞胎的子女样本，那么进行一个差分估计，就能消除那些不可观测特征造

成的估计偏误 （Ｂｌａｃｋ＆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１）。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研究来自贝尔曼和

罗森茨魏希 （Ｂｅｈｒｍａｎ＆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２００２），但是他们发现母亲教育水平的提高无

助于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然而，该方法不仅对样本要求比较高，同时也强加了非

常强的假设前提———双胞胎之间不仅在基因上完全一样，在后天习得的育儿理念、

行为等与子女教育有关的禀赋特征上也一样 （Ｂｌａｃｋ＆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１）。正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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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部分综述的内容所证明的：事实上，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当中，父母对待不同

子女的偏好和行为可能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更广为使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估计。其基本思路是：利用一个外生于模

型的 “冲击”———例如教育法规的制定、社会事件的影响等，作为内生的父代教育

水平的工具变量。由于这些外生冲击完全独立于模型，因此它与被忽略的父代的能

力因素不相关，从而可以得出更加准确的父代和子代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

布莱克等人 （Ｂｌａ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以受教育年限作为度量教育水平的指标，利

用挪威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２年间实施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一个外

生的工具变量。他们的估计显示，尽管ＯＬＳ回归估计得到的父亲 （或母亲）与儿子

（或女儿）的教育代际弹性很大，但是工具变量估计并没有发现父亲和儿子 （或女

儿）之间以及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因果关系，唯一的例外是母亲和儿子

之间的教育水平的确是一种因果关系。换言之，先天遗传是教育代际传递的主导因

素。但是更多的研究则发现了相反的结论。奥列奥普洛斯等人 （Ｏｒｅｏｐｏｕｌｏ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利用美国历次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母任何一方的受教育年

限每增加 １年，子女复读的概率会下降 ２％—４％。莫林和麦克纳利 （Ｍａｕｒｉｎ＆

ＭｃＮａｌｌｙ，２００８）利用了一个有趣的外生事件作为父母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１９６８年

５月法国爆发的学生骚乱很快蔓延全国，因此正常的入学考试被终止，各类教育的

通过率都显著提高，结果导致那一代学生当中有不少人的受教育水平都较其他出生

队列的同龄人要高。他们发现，那些因为骚乱放宽入学标准从而获得更高教育年限

的人群不仅自身在将来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还将这种教育外部性传递给

下一代———他们的子女的复读率也显著地下降。李云森和齐豪 （２０１１）利用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中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普及政策作为父母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

母亲教育水平对子女是否接受１０年以上教育具有正的因果关系，而父亲教育水平的

影响并不显著。杨娟和何婷婷 （２０１５）利用 “文革”事件对一代人受教育水平的冲

击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亲受教育年限增加 １年，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增加

７７５％。林莞娟和张戈 （２０１５）利用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我国延长中小学年限的学制改革

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在识别教育代际流动的因果关系时，虽然工具变量方法用得较多，但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首先，一个符合要求的工具变量很难寻找。尽管随着国内数据搜集工

作的不断推进，假以时日的话，１９８６年实行的 《义务教育法》以及１９９９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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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扩招都可以作为中国研究的工具变量，但是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条件很容易

受到质疑。有研究者指出，已有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看似不直接影响子代的教育，

但其实不然 （Ｂｌａｃｋ＆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１）。以高校扩招这一工具变量为例，为了应对

扩招之后的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问题，我国采取了很多同步的措施，例如强化本科教

学质量评估、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等，而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到子代的教育获得，因

此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其次，工具变量估计的效应是一种局部平

均处理效应 （ＬＡＴＥ），它其实反映的只是总体当中一部分会受到该工具变量影响的

样本的代际效应，难以反映整个总体中的代际流动关系 （Ｂｌａｃｋ＆Ｄｅｖｅｒｅｕｘ，２０１１）。

（二）后天环境中各类家庭资本与家庭行为的作用

既然后天的教养环境很重要，那么是哪些家庭资本以及家庭行为影响了教育的

代际流动？对此，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视角。

１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父母参与的作用

社会学强调物质财富以外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教育代际传递中的作用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ＤｅＧｒａａｆ，１９８８）。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往往有更好

的文化资本，这意味着更好的教育理念、更适于学习的家庭氛围。家庭藏书量是物

化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ｅｄ）文化资本。国际学生评估计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简称ＰＩＳＡ）等国际学生能力测试的研究结果发现，不论在哪个

国家，家庭藏书量都和学生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０）。在

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双语家庭儿童的语言能力差距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前

者的家庭图书资源更加丰富 （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即使不用家庭藏书量这一指标，

仅仅使用 “家庭是否拥有一部百科全书”这一变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儿童

的语言识字测试得分。因为虽然儿童不太可能去阅读家中的百科全书，但拥有这类

藏书意味着父母的教育水平较高，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儿童教育发展起着潜移默

化的模仿效应 （Ｌｅｉ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７）。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的概念不仅包括家庭开展的高阶文化活动，还包括

父母的育儿理念和行为 （Ｒｏｋｓａ＆Ｐｏｔｔｅｒ，２０１１）。很多研究发现，育儿理念因父母教

育水平不同存在着显著的阶层差异。针对美国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１０岁儿童的家庭

生活的研究发现，在父母的育儿方式上，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但是社会阶级

之间的差异却很显著。具体而言，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关注的是如何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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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父母投入大量精力，通过有组织的闲暇时间活动培养子女的天赋。而

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关注的则是如何 “养”（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ｏｗｔｈ），父母只提供让

子女能够成长的必备条件，至于闲暇时间如何安排全部交由子女自己处理 （Ｌａｒｅａｕ，

２００２）。新近的研究则表明，父母育儿理念和行为的差异不仅与父母当前的阶层地

位有关，也与父母自身的家庭出身有关。换言之，文化资本在教育代际流动中的作

用不仅发生在家庭内部儿童成长的童年时期，也发生在为人父母的整个生命周期，

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文化流动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的假说 （Ｒｏｋｓａ＆Ｐｏｔｔｅｒ，

２０１１）。这对于出身于低阶层家庭的父母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

致的地位获得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行为，从而促进下一代的教育流动。

教育水平高的父母也更有时间且更愿意花时间陪伴子女。这种育儿时间投入在

科尔曼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的研究中叫作 “社会闭合”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与之相近

的是 “父母参与”这一概念，具体包括父母在家中辅导或监督子女的作业、了解学

校的情况、带子女参加各类文体活动，以及在家庭以外与子女学校和教师的交流等。

因此有学者关注父母育儿时间投入 （Ｇｕｒ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家庭阅读频率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家长参与和家校合作交流 （ＭｃＮｅａｌ，１９９９）等需要花费

父母时间投入的行为的影响。很多研究都发现，父母的育儿方式都和父母的教育水

平相关。

莱博维茨 （Ｌｅｉｂ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７）对美国３—５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家庭是否拥有洗

碗机、烘干机和儿童的看图识字测试得分正相关。这意味着洗碗机、烘干机虽然也

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一种体现，但其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它们是一种可以

节约劳动时间的设备 （同样体现家庭经济收入但是无法节约劳动时间的电视机、家

庭音响设备对儿童识字得分并无影响），从而让父母可以投入更多时间用于育儿。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育儿时间的投入数量和投入质量都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有关。一

般说来，母亲陪伴子女的时间远远多于父亲，如果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仅仅体现家

庭的遗传基因或社会经济地位，而与育儿时间投入无关的话，那么父亲和母亲教育

水平对儿童识字得分的影响应该是类似的。然而研究发现，母亲教育程度对识字得

分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父亲教育程度并无显著影响。这就意味着母亲教育程度不

仅体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体现了一种育儿时间投入数量。进一步区分母亲的

育儿时间时发现，母亲与子女阅读、母亲自己阅读都对儿童识字得分具有正效应，

并且前者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母亲陪儿童看电视或者母亲自己看电视则具有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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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家庭经济、儿童自身

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上学年龄推迟并不鲜见，这会对儿童的终身发展产生不利的影

响。李宏彬等人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以儿童上学年龄作为衡量教育获得的因变量，考

察了父母育儿时间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育儿时间投入越多，儿童上学的年

龄就越早。一旦控制了母亲育儿时间，儿童健康状况对入学年龄并不具有显著的影

响。这意味着母亲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母亲增加育儿时间从

而有助于提高儿童健康实现的。

父母一个重要的有益于子女教育发展的行为就是家庭阅读。几乎所有研究都表

明，父母在家庭中和孩子的阅读频率越多，对儿童的教育发展就越有益。父母如果

在家庭中给４—５岁的孩子阅读的话，将显著提高孩子的阅读技能和包括运算能力在

内的认知技能，并且这种技能培养优势会至少保持到１０—１１岁 （Ｋａｌｂ＆ＶａｎＯｕｒｓ，

２０１４）。冯等人 （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对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和双语家庭儿童的

研究发现，父母在儿童早期成长阶段是否经常给孩子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其未来

语言能力的指标，其作用超过了给孩子讲故事和唱歌。

有关父母参与和家校联系对子女教育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是国内这几年的一个热

点话题。很多研究发现，父母在家庭内部监督子女作业、与子女讨论学校情况，在

家庭外部进行家校联系等时间投入，对子女的学业表现具有积极的影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ｏ，１９９８；Ｐｏｎｇ，１９９８；赵延东、洪岩壁，２０１２；黄亮，２０１６；朱钰淇等，

２０１７；梁文艳等，２０１８；杨中超，２０１８）。但也有研究发现，这些父母参与行为对西

部农村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并无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基于国外研究概念化的 “父母

参与”度量指标并没有准确度量中国农村地区父母真实的教育参与情况，这也是未

来国内研究应该关注的一个方向 （李晓晗、郑磊，２０１６）。

随着两性社会分工的变化，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男性也不只是负

责为家庭挣钱，同时也承担了一些直接的育儿责任。因此在有关父母育儿和子女教

育参与的研究方面，国外开始讨论父亲参与 （ｆａｔｈｅｒｈｏｏｄ）的影响 （Ｃａｒｌｓｏｎ＆Ｖａｎ

Ｏｒｍａｎ，２０１７；Ｋａｌｉ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国内的研究尚未关注这一问

题，这也是今后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２经济资本与预算约束的影响

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的预算约束较小，能够提供

更好的教育投资和选择。因此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资本是教育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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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育—家庭收入—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子女教育”是教育代际传递的机制

（Ｂｅｃｋｅｒ＆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９）。卡尔内鲁和赫克曼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２）修正了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家庭经济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并且 “钱”的真正作用在

于长期效应。贫困家庭并非因为在高中或大学教育转换阶段无力支付学费 （也即短

期的借贷约束）限制了子女的教育获得，而是因为无法为子女提供高质量的家庭环

境，特别是早期成长阶段的各种干预措施，这将极大地影响子女的能力发展。

赫克曼等学者近年来集中讨论了早期／学前发展干预措施对青少年时期教育获得

和学业表现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家庭在婴幼儿成长的早期阶段，

因为经济资本的匮乏，没有为子女提供充足高质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投资，而这一

阶段是个人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因此，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

和成就的影响是一种长期的、累积的作用。他们利用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概念，

构建了一个 “能力形成的动态模型”。该理论强调人的能力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多阶

段过程，具有两大特点：自我生产———之前形成的能力能够促进之后阶段能力的发

展；动态互补性———在某一阶段对能力进行干预或投资，其生产效率取决于之前已

经获得的能力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Ｃｕｎｈａ＆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７）。

近年来，经济学家关注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这对经济资本在教育代

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是科拉克

（Ｃｏｒａｋ，２０１３）提出的 “盖茨比曲线”（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ＧａｔｓｂｙＣｕｒｖｅ）———收入分配越不

平等的国家，代际收入弹性也越大。换言之，不平等伴随着代际固化。父辈的收入

分配不平等程度越明显，意味着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越大。在美国，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最低收入分位组家庭用于子女教育有关的支出从每个

孩子８３５美元增长到１３１５美元。而最高收入分位组家庭的支出从３５３６美元增长到

８８７２美元。富裕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因此比贫困家庭子女多出很多。与此同时，在

劳动力市场上，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也在不断上升，从而贫富家庭子女的收入差距越

来越大。因此，盖茨比曲线背后的机制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差距

—高等教育回报率上升—代际收入固化”。

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检验了父代收入分配差距与子代教育获得、学业表现的关

系。坎贝尔等人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发现，美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收入

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与之相伴的是，白人学生的教育获得在增加，但黑人学生的教

育获得几乎不变。里尔登 （Ｒｅａｒｄｏｎ，２０１１）对美国的研究发现，过去２５年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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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在学业表现上的差距也有所扩

大。范等人 （Ｆ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 “盖茨比曲线”：父

代教育年限的离散程度越大，代际教育流动性越低。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这两者之

间的关系并不稳健 （Ｂｌｏｏｍｅ，２０１５）。因此，对于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的关系需要

结合具体社会的制度来分析。比如梅尔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２）指出，在美国，收入不平等

加剧了居住空间上的地理分隔。美国基础教育入学和教育经费投入采取的是 “学区

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论猜想去解释收入不平等、分隔与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获

得之间的关系，但预测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而范等人 （Ｆ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指出，

中国的 “盖茨比曲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教育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分权化

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等制度化因素所致。

如果家庭经济资本或者说父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的预算约束的作用更大，

那么旨在缓解家庭预算约束的公共教育支出政策或者税收政策就有可能促进教育代

际流动。这一具有政策启示的推测被不少实证研究所证实。梅尔和洛波 （Ｍａｙｅｒ＆

Ｌｏｐｏｏ，２００８）发现，在美国那些公共教育支出更高的州，代际流动性也越高。艾泽

尔 （Ａｉｚｅｒ，２０１４）利用２５个ＯＥＣＤ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增加公共卫生支出可以显

著地降低家庭在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影响，缩小子女 ＰＩＳＡ测试成绩的差异。此

外，增加公共住房支出、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也具有类似的但是程度稍小的作用。

孙志军 （２０１１）发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可以减少家庭背景对个人受教育机会和学

业表现的影响。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杨娟、周菁，２０１３；李力

行、周广肃，２０１４；刘楠楠、段义德，２０１７），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从长期来看可以

增加贫困家庭的受教育水平，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既然时间投入和物质投入都是父母影响子女教育的两种投入方式，那么，父母是

否会用其中一种投入替代另一种投入呢？针对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随着农

村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加，父母没有时间在家陪伴子女，因此普遍存在着以打工挣得的

物质投入替代时间投入的现象 （Ｋｏｎｇ，２００８）。但也有研究发现，无论在中国西部农村

还是中东部农村，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儿童教育投资决策时，并没有用物质资源投

入去替代时间资源投入，而是在两方面都投入得比较多 （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６；祁翔，２０１３）。

３各类资本的作用的比较

那么，到底是与家庭经济资本相关的物质投入的作用大，还是与家庭社会资本

或文化资本相关的非物质投入作用更大呢？加格和霍尔姆 （Ｊｇｅｒ＆Ｈｏｌｍ，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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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丹麦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预测作用要大于经

济资本。郭丛斌和闵维方 （２００６）发现，对于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而言，家庭文

化资本的影响要大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刘蔼然和谢宇 （Ｌｉｕ＆Ｘｉｅ，２０１５）发现，

尽管家庭收入与子女的认知能力 （以词汇能力来度量）显著相关，但是家庭的非货

币性资源———特别是父母的育儿方式———的影响更大。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方法———姓氏分析方法———表明，传统的基

于两代人调查数据估算的代际传递性可能偏低。郝煜 （２０１３）利用该方法，对中国

社会从１６４５年到２０１０年的长期社会流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１９４９年之前中

国社会的代际传递性 （β值，用家族出现的中举者或大学生数量衡量）在０７８以

上，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的代际传递性也保持在０６３—０７４之间。英国 （用遗产衡量代

际传递性）、瑞典 （用教育水平衡量代际传递性）、美国 （用家族的律师数量衡量代

际传递性）、日本 （用教育水平衡量代际传递性）、印度 （用家族的医生数量衡量代

际传递性）等其他采用类似方法的国家，同样发现了较高的代际传递性 （β值在

０６１－０９１之间）。这些β值高于传统方法所估计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历

史上出现的一些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有效降低代际传递性。

和该研究对应的是，对 “文革”事件对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尽

管在激进的年代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有效地缩小了教育获得上的阶层差异，家庭背景

的影响不再重要甚至逆转，但是一旦激进的政治制度变迁结束之后，优势家庭在教育

代际传递上的优势立即显现出来 （Ｄｅｎｇ＆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７；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佐藤宏、

李实，２００８）。这说明以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政策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

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模式具有自己的路径依赖特征。由于家庭

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受到政策冲击的影响较小，更容易 “世袭”，因此对教育

的代际传递发挥着持续的、隐蔽的作用，其作用也大于物质资本 （郝煜，２０１３）。

（三）家庭人口结构、家内资源分配与子女的教育获得

家庭之间因为父母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不同，会拥

有不同的禀赋、资本以及教养行为，不管通过先天的遗传路径还是后天的教养环境，

都会影响到子代之间在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就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家庭之间，也

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综述的内容。但是即使在同一个家庭内部，当父母生育有多个

子女的时候，同胞之间的教育可能也存在差异，这是一种来自家庭内部的差异。

４９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８３



前面说过，尽管同胞相关系数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反映家庭和社区环境影

响的指标，但是因为同胞相关系数忽视了很多家庭环境当中非同胞共有的因素，因

此仍然难以全面度量家庭的影响 （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９）。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遗漏因素就是

父母可能会在同胞之间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比如父母对不同子女的教育期望不一

样，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过程中有所偏向等。这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子女

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ｉｎｆａｍｉｌｙ）。比如李春玲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发现，家庭背景对女性的教育获得影响更大。

康利 （Ｃｏｎｌｅｙ，２００５）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同一家庭的同胞之间在社会地位、

财富、教育成就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各种造成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当中，

有３／４的因素来自家庭内部 （ｗｉｔｈｉｎｆａｍｉｌｙ）而非家庭之间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ｍｉｌｉｅｓ）。基于

此，康利提出了 “啄序”（ｐｅｃｋｉｎｇｏｒｄｅｒ）的概念，他认为这种家庭内部的因素主要

是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同胞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家庭内部的人际互动来研究家庭对教育不平等

的影响，这也是此类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研究主题上，经济学、社会

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各自的学科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将这种家

庭内部的人际互动看作一种资源约束下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社会学和心理学则

将这种人际互动看成家庭社会化过程。这种家庭内部的互动关系都取决于家庭的人口

结构 （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特别是同胞规模 （ｓｉｂｓｈｉｐｓｉｚｅ）、同胞性别结构 （ｓｅｘ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ｂｌｉｎｇ）、出生顺序 （ｂｉｒｔｈｏｒｄｅｒ）、出生间隔 （ｂｉｒｔｈｓｐａｃｉｎｇ）等。

这其中，考察同胞规模的影响的研究最多。研究发现，同胞规模既影响到家庭

中每个子女所接受的先天遗传效果，同时也关系到后天的家庭教养环境。对此，资

源稀释理论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和群集理论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也叫作融合

模型）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Ｃ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按照资源稀释理论的解释，家庭可

供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是有限的，家庭规模越大，每个子女的平均投资数

量就会减少，从而人力资本投资质量也会下降。贝克尔等人 （Ｂｅｃｋｅｒ＆Ｌｅｗｉｓ，

１９７３；Ｂｅｃｋｅｒ＆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６）提出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与此基本类似，也是后来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而

群集理论则认为，家庭中某个孩子所面对的智力遗传环境与同胞数量以及自己的排

行直接相关，父母生育数量越多，会导致其所处的平均智力质量下降，从而不利于

教育发展。和理论预测的一致的是，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同胞规模的确和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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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Ｗｏｌｐｉｎ，１９８０；Ｈａｎｕｓｈｅｋ，１９９２；Ｂｌａｃｋ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ｓｌｕｎｄ＆Ｇｒｎｑｖｉｓｔ，２０１０；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ＤｅＨａａｎ，２０１０；Ｓｉｌｌｅｓ，

２０１０；罗凯、周黎安，２０１０；郑磊等，２０１４）。

尽管同胞规模和教育等社会经济成果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广泛存在，但是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别的家庭结构特征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这其中重点关注的

两个因素就是出生间隔和同胞性别结构。结合经济学有关父母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的目标以及不同社会的性别偏好文化，可以得出不同的预测。比如说，在给定的家

庭生育规模下，同胞之间出生间隔越小，对人力资本投资资源的竞争就越大，越有

可能对相对年长的女孩的教育获得产生不利影响。同样，在给定的家庭生育规模下，

如果同胞之间男孩越多，那么在有着强烈男孩偏好的社会里，并且父母在分配资源

时的目标是最大化未来家庭的总财富，那么就会倾向于给男孩多投资，这就不利于

女孩的教育获得。但是如果父母在分配资源时是为了平衡子女之间未来的福利，那

么就会对相对 “弱势”的孩子多投入资源，因此女孩的教育投资可能会更多

（Ｐｏｗｅｌｌ＆Ｓｔｅｅｌｍａｎ，１９９０；Ｓｔｅｅｌ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李宏彬、张俊森，２００８；郑磊，

２０１３）。

四、小　结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通过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首先，在众多影响个人

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的因素中，家庭是一个相对更重要的因素。已有研究大多采用

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家庭收入、政治身份、户籍状态等变量度量家庭背景

的影响，均发现这些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家庭的影响

还包括很多量化研究无法准确度量或直接度量的因素，因此已有研究在评价家庭的

作用时存在低估。

其次，尽管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同时具有先天遗传和后天教养环境两方

面的作用，但是更多的研究认为，后天环境的作用更大一些。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

过一些公共政策改变或影响家庭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环境，从而促进代

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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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家庭的教养环境当中，父母对子女的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都很重要。

前者和家庭拥有的物质资本有关，后者则体现为一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学

研究更强调物质投入的重要性，因此增加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就可以缓解家庭在

人力资本投资时的预算约束，从而促进代际流动。社会学研究更强调隐蔽的文化资

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从一些较长历史跨度的研究来看，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保持

着稳定的模式。这意味着即使采取激进的制度变迁，可能无法有效地改变代际传递

的路径依赖。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父母亲的带薪产假或育儿休假等公共政策，影响

父母的育儿行为，从而促进代际流动。

最后，即使在同一个家庭内部，父母对待不同子女的偏好和行为也不同。因此

教育不平等的原因不仅来自家庭之间的差异，也来自家庭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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